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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


［日］松冈久和

　　内容提要：日本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制度系借鉴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的规定设计而成，以

衡平说居于重要地位，但随着实践的发展，类型论亦逐渐获得一定判例的支持，因此应当进

一步从法律事实与纠纷解决的角度对不当得利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法律行为被认

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问题属于与非债清偿并列的“给付得利”中的典型问题。值

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日本民法（债权法）的修改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无效法律行为的效果

将会对不当得利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厘清当事人行为的各异样态、被认定

为无效的诸种原因、以及所涉及的受领给付返还原则、价额返还原则、约定对价的限度等问

题及其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目前日本民法（债权法）修改方案中的相关条文设置无法有

针对性地解决实践问题，故此，最有效的立法方式应当是先将概括性的一般规定作为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的基础性条文，然后再针对个别类型通过特则进行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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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久和，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学部教授。

一　绪　论

（一）日本法上关于不当得利理论的概述

不当得利在《日本民法典》中，被作为债的发生原因集中规定在第３编“债权”的第四章

（第７０３－第７０８条）。其中核心条文极其简洁，只有第７０３条和第７０４条两条。第７０３条主

要规定了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即，无法律上的原因由他人的财产或者劳务得到利益，为此

致使他人遭受损失的人（以下于本章中简称受益人），在其利益存在的限度之内，负有返还

义务。第７０４条主要规定了恶意受益人的返还义务等，即，恶意受益人，须于附加利息返还

其所得利益。如另有损害时，负其赔偿责任。〔１〕 这种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设置不当得利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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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本文中的日本民法条文译文均参照渠涛：《最新日本民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的做法所效仿的是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判例和通说均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原封不动

地按照条文进行统一性理解的。其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不当得利，一般情况下在形式上被认

为是正当的财产变动，而在相对的情况下，实质上被认为其不正当时，试图按照公平的理念

调整其中矛盾的一种制度（二元论衡平说之观点）。〔２〕 但是，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由于

受到当时德国法上相关学说的影响，类型论在日本逐渐成为了通说。〔３〕

在衡平说与类型论之间，虽然在细节上见解不尽一致，但作为两者的共通性认识可作如

下总结。即，不当得利法是仅以客观上是否构成“违反财货的归属和转移等方面的实定法

秩序”作为要件，而当事人是否有故意和过失在所不问，以此来恢复原本应有的财货秩序的

一种法律制度。这就是说，它和规范财货归属和移转的其他实定法制度并列存在，而当那些

“前台性”制度所调整的归属和移转不能实现时，它就会作为矫正前台性制度的“后台性”制

度，以前后台呼应的形式分别发挥各自的功能。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接下来所需要考虑的

则是，在充分认识与之所对应的“前台性”体系和规定之间是否存在链接关系的基础之上，

应当如何对不当得利法的要件和效果进行分类。学术界在对不当得利进行类型化时，尽管

类型名称以及构成方式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但得到多数见解承认的是基本上有三种

类型———给付得利、侵害得利和支出费用得利。这种分类在比较法上的事例群中也可以得

到验证。〔４〕 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受到类型论的影响，有些判例作出过与类

型论的分析思路一致的结论，但是作为一般理论上的认识，基本上还在维持着衡平说的

观点。

本文标题所示“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问题应属于与非债清偿

并列的“给付得利”中的典型问题。

（二）对三种不当得利类型的认识

第一，作为典型的给付得利，一般认为是广义的非债清偿，即对本无债务而进行了清偿

的恢复。如双重支付、过度支付、误认债权人而错误支付等情况发生时的取回，也就是说，是

对已经履行的无效（包含撤销）契约进行清算。

第二，作为典型的侵害得利，一般认为是对无权利人实际取得了原权利人利益的恢复。

如无权处分、无权使用等情况发生时对价金额的取回。

第三，作为典型的支出费用得利，一般认为是没有受到委托而代替他人进行了支付，而

该项支付本应由他人所为时的恢复。如在对他人之物进行修理或改造时所收取的费用为没

有受到委托的代为清偿时的恢复（亦称为“求偿得利”）。另如，违背债务人的意思提供保证

并清偿债务时的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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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基本认识，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例如，在将强制执行和法

律规定作为表相性法律关系时，不经意思表示即可致使财货发生转移是否可作为“给付得

利”这一问题上，四宫和夫认为可以视为“不当得利”；加藤雅信从不当得利规范具有矫正性

的观点出发，也认为可以视为“不当得利”。与此相反的是，藤原正则持否定意见；好美清光

则主张应根据具体事例判断其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此外，在类型归属的问题上，四宫和夫、藤原正则认为，应该将支出费用得利作为独立类

型看待；加藤雅信认为，应该将其置于本来就包括给付得利的、具有矫正功能的不当得利规

范之中；好美清光则认为，应该将侵害得利和支出费用得利作为非给付得利的下位类型。

二　问题的设定

在目前正在展开的日本民法（债权法）修改的过程中，有学者就“无效法律行为（包含被

撤销的情形）的效果提出了一个将会对不当得利法整体产生影响的修改方案”，〔５〕该修改方

案还涉及到给付得利的基本问题。本文正是要针对这个方案，探讨其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

问题。这个修改方案主要提出了以下六个问题：第一，法律行为在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

原则上要返还原物；第二，当不能返还原物时，原则上要返还价金（本文中统一使用“价额返

还”一词）；第三，既非双务契约也非有偿契约时，善意受领人返还义务的范围是否应减少至

现存利益；第四，于双务契约或有偿契约的情况，善意受领人的返还义务不能得到减轻；第

五，在发生上述第四种情形之时，善意受领人的价金返还范围，以契约确定之金额为限；第

六，是否有必要根据无效原因的性质，设置有关减轻返还义务的特别规定。

本文要集中探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这个修改方案；如果全部或者部分赞成这个修改方

案，这些新型规定是否有其创设的合理性及其位置安排，以及受其影响的不当得利一般性规

定应以何种方式存在等问题。

三、对日本民法（债权法）中“无效法律行为的效果”

修改方案内容的探讨

（一）受领给付返还原则

当某个法律行为无效时，首先要做的当然是恢复原状，即恢复到该法律行为未曾发生时

的原初状态。此时，各方已受领的给付如果能够返还的，原则上应当将其原封不动地返还。

例如，某标的物交易时的价格为５０万日元，买主 Ｂ以５０万元的价格向卖主 Ａ购得了该物，

Ｂ向 Ａ支付了相应价款后，由于某种原因，该买卖契约被宣告无效。这一案例如果按照上述

原则处理应当是，卖主 Ａ应当返还其已受领的５０万日元价款，买主 Ｂ应当向 Ａ返还该标的

物的占有。〔６〕 此时，该物的市价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则在所不问。而在侵害得利和支出费用

得利的场合，除了前者有可能出现代偿物的例外情况外，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用价额返还的方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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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解决问题。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给付得利的场合，以返还受领给付本身为原则更具

合理性。

（二）价额返还原则

１．问题的焦点

价额返还原则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双务契约和有偿契约中不承认经返还义务减缩至现

存利益，而为价额返还原则寻找理论依据。

除双务契约和有偿契约外，例如，在仅由单方进行给付的赠与契约所构成的债权债务关

系中，当善意受赠人对“债务返还的不履行”不存在归责事由时，即可得到免责，〔７〕而这种构

成与过失责任主义之间并不冲突。而且，即使受赠人故意破坏或者抛弃标的物，因为受赠人

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依契约成为了该物的所有人，所以也并不构成可归责的事由，并不需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然而，在双务契约和有偿契约中，如果否认可以将返还义务的范围缩减至现存利益，其

结果将是，尽管给付受领人对契约无效或撤销为善意，同时就返还不能也不存在归责事由，

但还是要被课以价额返还的义务。例如，买主 Ｂ有理由相信标的物已成为自己所有之物，

而即便该物被损坏或者因不可抗力灭失时，Ｂ仍需返还该物的 ５０万日元的价额。同理，在

无效的有偿提供劳务的契约中，劳务的接受方同样也负有返还劳务价金的义务（价额返还

义务和价款返还义务如果能够形成对价关系时，可以进行抵销。如果是这样的话，无效法律

行为发生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则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由给付受领人承担给

付返还风险的结果与单务债权债务关系的不同，自然就有必要从根本上考虑它在民法一般

规定上的过错责任原则中如何能够得以正当化的理由。

２．与解除制度的共通性

在双务契约解除的情况中，因为没有以受领人的善意为由减轻债务返还的规定，所以通

常容易想到的是，受领人以所受领的给付或价金的返还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正是受此法

理的启发，有人开始从解除的角度思考如何建构价额返还义务的理论根据。其思路是，解除

的情况下与无效及撤销的情况下，几者在契约利益的清算上具有共通性，基于这种理解从而

揭示出在可能的范围内，可以对几者作出同样的处理的方向。〔８〕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方面，首先追根溯源可以看出，无效契约（特别是双务契约）的给付

利益清算和非债清偿的返还诉权或者无原因的不当得利的返还诉权在历史上完全是作为截

然不同的制度发展起来的；其次，自法国２００２年 ９月 ２４日的判决〔９〕出现之后，其后则罕有

将契约无效后的给付利益清算归于不当得利法的领域；〔１０〕而且，法国民法的修改趋势亦是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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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另一方面，在德国，无效契约的给付利益清算是被归结到不当得利法中的，而且在

类型论上是将无效契约的给付利益清算作为独立的制度而定位，并发挥着近似于契约解

除的功能。再者，在以双务契约为主要类型的国际性契约规范中，又不以受领人的善意、

恶意以及是否存在可归责性为要件，统统规定原物返还以及返还不能时的价额返还

原则。〔１１〕

３．重视对价的牵连性

关于为何要重视对价的牵连性，上述修改方案给出的理由是，“在标的物灭失时，买主 Ｂ

应当返还的利益从表面上看好像已经随着标的物一起灭失了；但是，如果承认买主 Ｂ要求

卖主 Ａ返还给付，同时又承认 Ｂ可以主张自己已受领的利益灭失，则会有失均衡。Ｂ在一

开始就会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取得标的物的对价会从自己的财产中减少与其相应的份额，因

此，片面地承认价款返还与 Ｂ的上述认识是矛盾的”。〔１２〕这一修改方案提出的理由是基于以

往的判例和学说。

再举一例，买主 Ｂ购买了某标的物并支付了价款，但 Ｂ并不知该买卖契约无效，且该标

的物因不可抗力而灭失，传统观点认为，此时各当事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相互独立

的，卖主 Ａ须返还５０万日元价金（即本文中使用的“价额”———译者），而买主 Ｂ则可以被免

除返还义务（不当得利请求权对立说）。与此相对的观点是认为仅返还双方给付之间的差

额即为已足的差额说。差额说认为，此时卖主 Ａ的财产虽然增加了 ５０万日元，但由于已给

付的时价为５０万日元的标的物已经灭失，对其返还的请求在事实上已经不能实现，所以 Ａ

无需再负担返还义务。后来又出现了事实性双务关系说，该说认为，两个不当得利返还请求

权与双务契约当事人之间相互存在的两个履行请求权同样，也存在牵连关系。该学说本身

又分为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类推适用“风险负担规则”（风险负担的规定），即

因为买主 Ｂ返还标的物的债务消灭，所以卖主 Ａ返还 ５０万日元的债务也同时消灭。而另

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由给付受领人负担价额返还的义务，即买主 Ｂ作为对价负担返还 ５０

万日元的债务，而卖主 Ａ则作为价金负担５０万日元的返还义务。

在此，本文恕不对各种观点作进一步展开，仅就学说展开的过程做一简单总结。在双务

契约无效后就已给付利益进行清算的问题上，重视交换性给付返还的对价性牵连关系的观

点逐渐占据强势，继而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它与契约解除之间具有共通性。对于这种“共通

性”，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承认在以财货交换为目的的契约失败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无需返

还自己受领的给付而只要求对方返还其受领的给付的话，则有失法律关系均衡且不公平；而

且，在没有特殊理由的情况下，让并不实际支配和管理标的物的卖主 Ａ去承担在买主 Ｂ支

配管理下的标的物灭失的风险也与常理不合。但是，从差额说的角度来看，即使在买主 Ｂ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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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关于撤销的效果（其中以违法、违反伦理、无能力为由的无效，不在这些规定的范围内），《国际商事合同通则》（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ＰＩＣＣ）第３．１７条２项；《欧洲合同法原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ＰＥＣＬ）第４：１１５条。欧盟《共通参照框架草案》（ＤＣＦＲ）第Ⅱ编第 ７章第 ２１２条第 ２项以及第 ３０３条第 １
项，将无效和撤销的效果放置在不当得利的第Ⅶ编中。第Ⅶ编第 ５章的第 １０１条和第 １０２条虽然对原物返还和价
额偿还进行了规定，但也设置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例外规定。关于解除的效果，《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ＣＩＳＧ）第８１条第２项，第８４条第２项 ｂ号，《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７．３．６条第 ２项，《欧洲合同法原则》第 ９：３０８
条及第９：３０９条，《共通参照框架草案》第Ⅲ编第３章第５１０条以及第５１２条。
民法（债权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Ⅰ序论 总则》，第 ３５６页。关于解除，请参照民法
（债权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Ⅱ契约及债权一般》，第 ３３２页。在此会找到这样的根
据，“Ｂ对在其支配领域内，发生的事由具备成立特别责任的基础”。



仍未支付价款的场合，其返还义务也会被免除，此时的后果是由卖主 Ａ来承担标的物灭失

的风险。主张对价性牵连关系的观点对差额说导致的结果所提出的批判是“没有支付价款

的买主所受待遇反倒会优于支付了价款的买主”。与此相对，类推适用“风险负担规则”的

观点认为，此时，只要善意的买主 Ｂ相信存在法律上的原因，就应该认识到“会有相当于标

的物价款的份额将从自己的财产中付出”，因此有必要让其负担价额返还的义务。但是，如

果理论依据仅限于此的话，反而不如从整体出发，以价额返还义务作为一般性规定更为

妥当。〔１３〕

如果欲为上述观点再增加一点理论依据的话，可以想到的是，在双务契约的履行和消灭

上所具有的牵连关系这种“前台性”制度本身与单务性债权关系在处理上存在差异。例如，

金钱债务虽然不会因履行不能而单独消灭，也不会因不可抗力而得到免责，但是如果具备同

时履行抗辩权，即使金钱债务已届履行期也不会发生履行迟延，而对待给付构成履行不能

时，则会依解除或风险负担的规定归于消灭。因此，如果考虑到双务契约所具有的牵连性，

在“前台性”制度体系上当然要对单务性债权关系的规定进行修改；如果再考虑到不当得利

法与“前台性”制度体系之间在功能上所具有的链接关系，就应该在考虑到无效和撤销等场

合所具有的特殊性为前提时，将重视双务性债权中相互之间的牵连关系这一观点，在日本民

法（债权法）修改时以“原则”的规定形式反映出来。

总而言之，该修改方案中所提出的“在原物返还不能时原则上以价额返还”的观点，既

与比较法上的研究趋势相吻合，又是植根于以往判例和学说的产物。

（三）约定对价的限度

民法（债权法）的修改方案中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是，善意受领人的价额返还义务应当以

契约规定的应给付相对人的额度为限。这一点需要探讨。例如，买主 Ｂ以３０万日元从卖主

Ａ处购得市值５０万日元的标的物，事后 Ｂ因该物不称其心意而将其抛弃，或者该物因不可

抗力而灭失，此后契约又被宣告无效，这时就会出现问题。

买主 Ｂ无法返还原物是因为其对该物作了废弃处理，那也是因为 Ｂ当时有理由相信自

己是所有权人，所以 Ｂ的行为没有理由受到责难。如果是单纯的价额返还，理应为客观价

额（即市值）５０万日元，但是民法（债权法）的修改方案中，却将买主 Ｂ的返还义务限定为 ３０

万日元。其理由是，“在承认以５０万日元为价额返还义务的问题上，似乎有一种理由也可以

成立，即，构成承担这种义务的原因在于 Ａ的行为存在错误（即“重大误解”———译者），以此

为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可以５０万元价额为限。但是，这样一来，不仅业已成立的价额返

还义务要通过其他法律构成予以否定这种做法本身是否妥当会受到质疑，而且，与错误的场

合不同的是，当不能确定造成无效和撤销的原因是否在于卖主 Ａ的时候，以一方当事人对

他方承担损害赔偿义务的方式恐怕难以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因此，毋宁说……需要考虑

的应该是，买主 Ｂ既然相信支付３０万日元即可取得该标的物，则该标的物灭失的经济性风

险负担就应该以 Ｂ对 Ａ支付过的对价为限。”〔１４〕

·７２·

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

〔１３〕

〔１４〕

详细请参照，矶村保：《契约の无
'

·取消の清算 》，载《私法》第 ４８号，第 ４９页 －第 ５２页；藤原正则：《不当得利
法》，第１６１页 －第１６８页。
民法（债权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Ⅰ序论 总则》，第 ３５７页。关于解除，参照《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Ⅱ契约及债权一般》，第３３２页 －第３３３页。该观点矶村虽然已在《契约の无'

·取消の清

算》第５１页 －第５２页中进行了介绍，但是，都没对该问题进行过充分讨论。



民法（债权法）修改方案中的这种设计可见诸于《德国民法典》第 ３４６条第 ２款第 ２段

关于解除的规定以及《共通参照框架草案》第Ⅶ编第６章第１０１条第２款 ｃ号准用第５章第

１０２条第３款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其中第 ５章第 １０２条规定的内容是一种所谓的“中间

性责任”，即作为客观性价额返还原则（第 １款以及上限性规定第 ４款）与没有同意获取利

益或善意的不当得利债务人可达到节约支出程度的得利缩减（第 ２款）之间的中间性责任。

具体到契约的场合，则可以规定，以确定得利的价格的当事人合意并不存在瑕疵影响为限，

按其合意所达成的价额承担支付责任。这种规定的法理构成如下。

首先，如果以契约无效时的价格（决定）合意作为责任标准，客观上是在承认不当得利

返还可以对契约间接性强制，这就会与契约无效的规定发生矛盾。与此相对，在因不符合法

律规定而导致无效的场合，只要是价格决定的合意不存在瑕疵，因为得利人是在知道必须

支付合意价格的前提下才能取得该项利益的，由此又否定了以得利灭失为由的抗辩机

会。这就是说，得利人在取得利益的时间点上已经知道以此为限必须承受得利处分上的风

险，因此负有责任负担支付合意的金额。这种法理上的推导是在欧洲一些国家根据差额说

而形成的。〔１５〕

其次，以“标的物灭失时的实际管理人承担风险”作为价额返还原则的法理依据也多有

疑问。这就是说，物的有体性灭失风险存在与否是不可分的，风险负担的处理与约定的价格

无关。就上述实例而言，如果将价额返还债务减至３０万元，就等于将买主 Ｂ管理下价值 ５０

万日元的标的物灭失的风险中的２０万日元转嫁给了没有管理该物的卖主 Ａ，这样就会与作

为“前台性”制度的风险负担不协调。另外，如果将信赖自己为所有权人的买主 Ｂ的行为与

风险挂钩的话，无效的无偿契约的给付受领人也应该同样负担客观性价额返还义务，这又会

与承认得利的缩减的法理发生矛盾。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可寻求的法理依据就只能是，以约定对价为限度从而确定用于交换

的财产性支出。这种法理不仅限于双务契约，即便是在单务契约中，它也可以通过与有偿契

约链接将同样的特别处理规则扩大适用。〔１６〕 而且，还可以通过将无偿契约中的对待给付理

解为“零”，让得利缩减规则也适用于无偿契约中，以达到一体性把握。因为在无偿契约的

场合，如果让无法返还原物而又是得利的善意受领人负担客观价格（而非约定的价格———

译者注）的返还责任，无异于是对善意受领人购买受领物加以实质性强制。因此，以现存利

益对善意者的责任予以限制，既可以克服所谓“无合意者不得强制交换交易”这种私法自治

原则中的消极因素，同时也可以避免强买强卖。〔１７〕

这种以“约定对价限度”为内容的修改方案虽然让人感到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不无疑

问。其一，如果契约为无效，难道不应该是即便在无效的原因对决定对价的合意没有影响的

情况下也不能以其约定的对价作为价额计算的标准，而应当以客观价额为标准吗？至少在

约定对价的本身涉及无效的原因时，难道不应当不以约定的对价作为标准吗？其二，姑且不

考虑价额的标准，当约定对价本身涉及无效原因时，难道不需要像《共通参照框架草案》那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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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参照 ＰＥＬ／Ｕｎｊ．Ｅｎ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１１－１２ｔｏＡｒｔ．５：１０２，ｐｐ．４６４－４６５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４４ｔｏＡｒｔ．６：１０１，ｐ．４９９．Ｃｏｍｍｅｎｔ１７
ｔｏＡｒｔ．５：１０１，ｐ．４５１。但是很难说，以约定对价为限度的法理，在比较法上占据着优势地位。《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和《欧洲合同法原则》规定的是“合理性金额的返还”。

就该点而言，提案并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就连具体指的是何种单务有偿合同也没有规定。

ＰＥＬ／Ｕｎｊ．Ｅｎ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８ｔｏＡｒｔ．５：１０２．



样承认将其“得利”缩减至现存利益吗？其三，修改方案的思路是否会与类型论长期以来一

直采用的“大致的客观性价额”的得利标准发生矛盾，也是一个应当关注的问题。〔１８〕

对于这些问题，无需赘言，因为无论是客观性价额还是主观性价额的讨论都有待深入展

开，所以它是有待今后研究的课题。以下仅围绕得利缩减的问题就几个论点进行一些讨论。

（四）对当事人行为样态以及无效和撤销原因规范的多样性的思考

在法制审议会上有人提出：如果采用过于宽泛地肯定价额返还义务的修改方案，将会强

迫不正当交易中的受害人对商家就本不需要的给付负担价额返还义务，其结果将会削弱对

消费者保护的力度。然而，民法（债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的修改方案中并没有提及此问

题。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似乎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类型论是将契约无效后的已给付清算分为两个阶段。〔１９〕 在第一阶段，它所关注的并不

是形态多样的无效和撤销的原因问题，而是要先明确契约无效后如何清算已为给付的、具有

共通性的标准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所要考虑的则是，是否需要结合契约的性

质、目的〔２０〕以及相关当事人行为样态的归责性、无效和撤销原因对所涉及的立法目的等因

素进行调整的问题。例如，依“不法原因给付”或一般规定对返还请求的否定，依债务不履

行、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予以修正等。作为“对所涉及的立法目的等因素进行调整”，例如，

《日本民法典》第１２１条之“但书”为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将得利消灭的抗辩进行了扩张；

《特定商交易法》第９条第５款和第７款通过否定商家的价额返还请求以及采取彻底的恢复

原状措施，以保证所谓的“冷却期”制度的实效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欺诈和胁迫等问题的

处理上，即便是在主张类型论的学者之中，亦存在分歧。〔２１〕 特别是，在给付领受人将风险转

嫁给给付人的场合，到底是以给付人的归责事由为要件，还是仅以无效、撤销、解除等契约解

消〔２２〕的原因为已足这个问题上，德国法上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２３〕 然而，从上述介绍的讨

论情况来看，让人感到“修改方案”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

但需要明确的是，仅就双务契约和有偿契约中的价额返还义务加以规定的话，是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法制审议会上所提出的问题的。尽管设定具体要件有难度，但恐怕至少也有必

要去探讨确立一种如何进行解释的方向性，即“得利返还义务可依当事人的行为样态或者

无效和撤销原因等立法目的予以限制”这一纲领性规定，〔２４〕抑或至少应该设置像解除时的

“无效及撤销的主张不妨碍损害赔偿”这种程度的注意性规定。例如，“即使在法律没有特

·９２·

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藤原正则：《不当得利法》，第１３７页 －第１３８页以及第３０５页 －第３０８页。但是，因为约定对价是明确的，所以不会
存在第１３７页所指出的立证上的非现实性问题。
藤原正则：《不当得利法》，第１６８页 －第１７６页的内容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３章第１７条第２项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４：１１５条的注解中，介绍了一个例子，该例似
乎考虑了所谓合理性金额中给付受领人的净利益和对价额，当契约上的利益不能实现时所进行的给付价值就没有

必要返还。参照 ＯｌｅＬａｎｄｏ＝ＨｕｇｈＢｅａｌｅ编：（潮见佳男 ＝中田邦博 ＝松冈久和监译）《ヨ
(

ロッパ契约法原则Ⅰ·

Ⅱ》法律文化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４７页的设例３。
例如，川村泰启：《给付利得制度》，载《判例评论》第 １４３号，１９７１年，第 ５页（作为侵害得利处理）；四宫：《事务管
理·不当利得·不法行

#

（上）》，第１００页、第１２７页注２（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单方否定）；藤原：《不当得利法》，第
１６９页 －第１７３页（重视对价牵连性的贯彻）。
译者注：该词为日文原词，包含了合同的解除以及合同的效力原因等。

新田孝二：《契约解除による原状回复及び取消しによる清算
$

における危
)

配分のまとめ》，载《关东学园大法

学纪要》２０卷第１号，２０１１年，第２７页以下。
藤原正则：《不当利得について、类型化に

*+

する必要があるか》，载椿寿夫等编：《民法改正を考える》，日本评论

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３５页。



别规定的场合，法院也能在衡量当事人的行为样态，以及考虑无效和撤销制度所调整的目的

的基础上，将返还利益的额度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的规定。

（五）孳息、使用利益以及价额返还计算的时间标准

关于给付物的孳息及使用利益，原则上应当随给付本身一并返还，《日本民法典》第 １８９

条所规定的孳息收取权不适用于契约关系的清算，这一点在目前的类型论中没有争议。〔２５〕

尽管如此，民法（债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的修改方案也并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之所以这

样也许是因为，包括代偿物的处理等在内的附随利益的调整是极其繁杂的问题，因此没有必

要专门为此设置复杂的规定。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例如，在以汽车为给付标的物的场

合，由于从受领给付之后到返还给付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所以，随着时间的经过以及

对物的使用等会造成的价值减损，对已发生的减损在价额返还时，也许就应该作为随现物一

起返还的内容之一。〔２６〕 总而言之，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很多。诸如，在以什么作为

应返还的给付的关系上，〔２７〕契约无效后的给付清算到底应该是重现契约缔结前的原状恢复，

或是恢复到以契约不曾存在为前提的现在应有状态的现状恢复，〔２８〕还是因目前并无统一见

解而只能任凭解释的算定价额返还的标准时间点；〔２９〕以及究竟是否应该设置相关规定

等等。

四　关于应否创设独立类型的规定以及该规定的设置位置

（一）与不当得利一般性规定的关系

正如民法（债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的修改方案所指出的：不当得利法尚未形成稳定的

解释论，判例依旧援用的是衡平说的观点，类型论的主张者之间在分类的具体内容上也不尽

一致。正是因为如此，一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仅采用其中的一种观点，那么自然会有人提

出异议；二是，对于仅将给付得利的一部分提取出来设置特别规定的做法也有人持反对

意见。〔３０〕

首先，第一种提出异议的观点令人感到其态度比较消极。应该说，这里探讨的立法内容

在判例上几乎没有更多的积累，可期待的立法正是对于今后可能发生的纠纷〔３１〕能够作出一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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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藤原正则：《不当得利法》第１３８页 －第１４６页。
作为试论，川角由和：《不当利得とは何か》，日本评论社 ，２００４年，第３９６页 －第３９７页、第４０３页。
例如，象四宫和夫：《事务管理·不当利得·不法行

#

（上）》，第７６页 －第７７页所述那样，如果以 “受益时”为原则
的话，将不会发生民法（债权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Ⅰ序论 总则》第 ３５８页所指出的
目的物价格涨落的问题。与有体物的灭失风险不同，价格的涨落与管理目的物的可能性进行分离，原则上也可以

归于恢复的给付人。

荻野奈绪：《财产
!

移
%

型契约が解消された场合の使用利益返还义务に
$

する
&

书》，以卡塔拉准备草案为素材

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

民法（债权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Ⅰ序论 总则》，第 ３５２页 －第 ３５３页；民法（债权
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Ⅱ契约及债权一般》，第３３３页。
民法（债权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Ⅰ序论 总则》，第３５１页。
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并不知晓二手车的肇事履历和行走距离存在虚假记载等事由而较之市场价格高价买入的

买主，在对该车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车的价值在此期间内大幅降低），由于发生交通事故而不能将该车按照原样

返还时，基于错误·欺诈主张无效·撤销或瑕疵担保解除的情况。关于德国法上该类事例和判决的介绍，参照川

角由和：《不当利得とは何か》，第２４９页以下；新田孝二：《契约解除による原状回复及び取消しによる清算
$

に

おける危
)

配分のまとめ》，第１０７页以下部分。



种、哪怕是仅限于能够使众多观点趋于一致的规定。至少可以说，如果不乘此机会展开透彻

的讨论，问题将会无休止地被搁置于目前的状态。

其次，对于第二种提出反对意见的观点，现在难以作出判断。非债清偿本来是被误认

的、与契约无效认定没有关系的单方面的债权关系。它在历史上和内容上都与契约无效后

的给付清算存在不同之处，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在契约无效的章节中就“恢复原状”作单

独规定的立法例也有不少。〔３２〕 如果能够明确现行《日本民法典》第 ７０３条和 ７０４条不适用

于契约无效后的给付清算的话，就可以先从比较容易着手的地方进行修改，在不当得利法以

外的地方设置单独的规定也是一种有比较充分理由的选择。

此外，正如法制审议会所指出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种独立的规定与非债清偿以及不法

原因给付规定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由此还可以想到，不当得利法的一般性规定和非债清

偿的规定与契约无效的规定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多的共通性问题。〔３３〕 如果不对诸如此类的

种种问题事先予以清理而一味地去创设特别规定，难免会导致问题的积压与扩大。

（二）究竟是法律行为还是契约上的规定

修改方案中提到，它的对象是一般法律行为，但其内容所关注的却是契约无效后对已给

付内容的清算，同时又有异于形成权。〔３４〕 这样一来，它不仅对于是否适用于契约以外的法

律行为（如无效遗嘱被误执行）规定的模糊不清，而且在与法制审议会所咨询事项的关系上

也存在一定问题。即便是要设置特别规定，其位置也似乎应该置于契约法总则之中。

五　对第７０３条和第７０４条的修改

（一）概括性一般规定的前途

作为基本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继续维持第 ７０３条这种不当得利的一般性规定，还是

与类型化并用，抑或将其分解到类型之中。〔３５〕 如果将类型化的逻辑贯彻到极致，不当得利法

作为统一性的制度将无法维持，由此可以考虑将其分解成为具有对应性功能的各类制度。〔３６〕

德国和日本的民法，因为设置有高度抽象的一般规定，所以其要件和效果一经一般规定

进行解释就会变得暧昧，出于为了克服这种问题的考虑，类型论的出现就实属必然了。如果

从这样的制度形成关系出发，就可以说，规定类型性处理的基本方针以及各类型的不同要件

和效果将会使类型论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例如，即使将各种作为类型和给付基础的“表现

·１３·

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卡塔拉准备草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等。但只有相对少数国家有此规定。ＰＥＬ／Ｕｎｊ．
Ｅｎｒ．，ｐｐ．１３６，１４０ａｎｄ１４１．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一般不当得利或非债清偿等规定来处理无效契约清算的问题。进而，也有主张在必要时准

用非债清偿的规定来处理契约法上无效问题的国家，也有对于以何为根本规定而发生争议的国家。ＰＥＬ／Ｕｎｊ．
Ｅｎｒ．，ｐｐ．１３２－１４３．
民法（债权法）修改研讨委员会编：《详解 债

!

法改正の基本方针Ⅰ序论 总则》，第３５５页也认可了这点。
民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的建议稿并没有对价额返还问题给予明确说明，建议稿采用了加藤雅信的类推适用危险负担

规定的观点。民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民法改正　国民·法曹·学界有志案》，日本评论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７页。
铃木禄弥：《债

!

法讲义〔４订版〕》，创文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８０页，对此问题有所提及。澳大利亚的 ＷｅｎｄｅＨｏｌｓｔ曾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Ｗｅｎｄｅｈｏｒｓｔ，Ｕｎｇｅｒｅｃｈｔｆｒｔｉｇｔｅ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ｉｎ：Ｒｅｉｎｅｒ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ｖｏｎＢａｒｕｎｄＨａｎｓＳｃｈｕｌｔｅＮｌｋｅ
（Ｈｒｓｇ．），Ｄｅｒ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Ｅｎｔｗｕｒｆｆüｒｅｉｎ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ｚｒａｈｍｅｎ，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８，Ｓ．２１５ｆｆ．
中，强烈地批判了《共通参照框架草案》的统一性不当得利规定的草案，但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京都大学的演讲和答
疑（未公开刊行）上，更明确地主张了分解说 Ａｕｆｓｐａｌｔ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



性法律关系”上设置不同的时效期间也并无不可）。即便同为给付得利，在契约无效后的清

算上，受益人的善意、恶意作为要件，也并不会出现非债清偿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在支出费

用得利的场合，无论在要件上还是在效果上，毋宁说，都应该以给付人的善意、恶意为中心。

因此，像现在这样不考虑类型，而一味地以受益人的善意、恶意进行区分的作法是欠缺合理

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述及的“分解”说，它不仅忽视了不当得利作为有别于其它制度得

以升华的历史意义，更令人担心的是，会发生因热衷于对特别规定的适用而遗漏对原则性规

范缺失的关注，〔３７〕而且还可能出现个别规定之间的重复以及相互抵触等问题。

进言之，如果仅有类型的规定，将会遇到具体事例归类界限判断难以及如何分类本身的

问题。〔３８〕 如果是这样，从现在的以旧诉讼物理论为前提考虑诉讼物，因为每种类型的诉讼

物各有不同，基于诉讼经济及应诉负担等构筑起来的“一事不再理”等原则将会丧失其实效

性。因此，最为稳妥的立法方式应该是，在将概括性的一般规定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

基本依据的条文的基础之上，再针对个别类型通过特则进行具体规定。〔３９〕 这样做，一方面

可以因个别性规定的要件和效果的明确而提高其透明度，另一方面，一般规定又可以作为出

现新问题时的“万金油”，确保其灵活性。因此，从这层意义上看，制定一般性规定与类型化

并不矛盾。〔４０〕

（二）受益返还原则和善意人得利灭失的抗辩

从表面上看第７０３条，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以善意人仅就现存利益返还为原则的规定。

但是，在审判实务上，无论是双务契约的无效还是非债清偿，对其后的已给付的清算基本上

都是以返还受益为原则，而以保护善意人为目的承认以得利灭失抗辩的案例非常有限。因

此，在基本原则的规定中对此予以明确，将有利于诉讼上的问题处理。

原则上，所受领的给付原物是返还的首要对象，在其返还不能时才需要承担价额返还的

义务。得利消灭的基本形态是，受益本身的消灭，如果将其变成了价额返还义务这种金钱债

务，原则上就不会发生履行不能的问题，这样就会使以保护善意人为目的的得利灭失抗辩的

适用进一步受到限制。至于为受益支出的费用以及因受益蒙受的损失等，可以基于费用偿

还请求权、信赖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者援用缔约过失责任、积极侵害债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相抵来解决。还有，关于原物的灭失和损坏之外，究竟在何种范围内

可以通过得利灭失的抗辩来处理，则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具体判断。

（三）对第７０４条的重新审视
第７０４条不仅规定了恶意受益人不能主张得利灭失的抗辩且负担返还受益本身的义

务，还规定了应当承担利息和损害赔偿责任。然而问题是，例如，因胁迫的受害人行使撤销

权即会就法律上原因的丧失而构成恶意，但这种情况令其负担加重责任则为不妥。再有，受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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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加藤雅信：《财产法の体系と不当利得法の构造》对此问题进行了强调，因为不当得利问题具有影射整个法律体系

的庭园式盆景构造，所以只将个别规定放置于民法中并不充分，必须设置内容具有重复可能的庞大数目的个别

规定。

铃木禄弥：《债
!

法讲义〔４订版〕》，第７７８页 －第７８０页。
参照 Ｋｎｉｇ的德国不当得利法修改案第５条（藤原正则：《不当得利法》，第４２４页）和《共通参照框架草案》Ⅶ编（＝
ＰＥＬ／Ｕｎｊ．Ｅｎｒ．）第１章第１０１条引用事例。但是 ＤＣＦＲ的标准条文并没有明确说明类型性的处理，所以招致了一些
称其非常复杂又难以理解的批评，从这点来看它未必能成为一种范本。

藤原正则在《不当利得について、类型化に
*+

する必要があるか》，第３３４页。



领人于受领的当时为善意，而其后因意识到返还义务的存在或因应诉的场合（因返还债务

的履行迟延而发生损害赔偿的情况另当别论）即发生对超出受领部分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的话，则显得于理不通。因此应该说，第７０４条的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特别是关于它的损

害赔偿请求权，不仅在学理上没有其性质的定论，〔４１〕在审判实务上也很少有人主张。最近，

在最高裁的判决中出现了一种解释，这就是，第７０４条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仅限于满足侵权行

为要件时的注意性规定。〔４２〕 因此，从这一层关系上看也有必要对 ７０４条的规定从根本上重

新进行审视。〔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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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　佳）

·３３·

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

〔４１〕

〔４２〕

〔４３〕

正如藤原正则在《不当得利法》第１５４页 －第１５５页介绍的那样，对于 ７０４条的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理解极其错综
复杂。

最高裁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判决民集６３卷第９号第１９８７页（否定了对于接受过度支付利息的金融业者的过度支付金
返还请求权人的就律师费用进行赔偿的请求）。

民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的建议稿提议用规定只规定了返还义务者的善良注意义务的第６４９条取代现行第 ７０４条。民
法修改讨论委员会编：《民法改正　国民·法曹·学界有志案》第２２７页。




